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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表征、动因与前景

赵　斌，谢淑敏

摘　要：在并不久远的全球气候政治史上，美欧角色及其 影 响 总 能 引 发 广 泛 讨 论，但 双 方 仍 存 在 明 显 分

歧。美欧对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存在认知偏差，不同的经济模式和政 治 体 制 差 异，导 致 二 者 在 非 传 统 安 全 议 程

中的利益分歧大于合作意愿，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治理目 标、方 式、行 动 等 方 面 分 歧 明 显，这 将 影 响 和 制 约

跨大西洋关系重新趋近的程度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美欧存在一定 的 气 候 合 作 空 间，延 续 跨 大 西 洋 气 候

行动。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发展前景在于强化 《巴黎协定》目 标 共 识，扩 大 清 洁 能 源 技 术 部 署，推 进 绿 色 技 术

开发和创新，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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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欧出于共同的军事政治安全需要，一度形成所谓跨大西洋联盟。美欧关

系成为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结束后，这种盟友关系理论上失去了军

事政治基础。然而，受制于美欧依然存在的某些利益纽带和基本共识，跨大西洋联盟开始脱离冷战

时期单纯以军事防务为主的传统安全模式，转向一种面向全球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互动，且几乎涵

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跨大西洋关系态势因之亦迈向深刻变动与调整的新时期。
气候变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日俱增。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性和危机性的认

知逐渐明晰，气候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当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被政治所裹胁，气候

政治由此产生［１］（Ｐ１），意味 着 气 候 问 题 已 不 仅 限 于 环 境 领 域，而 逐 渐 成 为 一 个 需 要 各 国 共 同 关 注、
协商解决的全球政治议题。从能力和责任的视角出发，美国和欧盟作为战后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

为体，且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双方气候政策及其互动无疑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影响深远。
由于气候问题的全球代价效应和复杂系统属性，尽管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存在美欧利益重叠，然而跨

大西洋关系本身仍可能风云变幻，其间分歧并不鲜见。
回顾全球气候政治三十年发展历程 （１９９２—２０２２），美欧气候政治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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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性，跨大西洋气候政治也在竞争、分歧、合作模式中曲折发展。全球化之强势带来的惯性思

维，即国家间联系更加紧密、利益融合加深，但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成为 “非确定性的意外”［２］。
基于此，不妨首先回顾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的历史进程，以期了解美欧气候政治的变化性，从而

进一步分析造成分歧的动因，并展望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发展前景。

二、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之表征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逐渐拓展，相较于恐怖主义、粮食危机、难民危机等具有

地域代表性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几乎涉及所有国家且影响巨大，因而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其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又因系统效应而关涉 甚 广，引 发 学 界、政 界 和 商 界 持 久 讨 论。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和欧盟是最早关注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行为体。美国自１９７０年代关注环境

问题以来，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长期持消极立场。小布什政府退出 《京都议定书》反映

美国在气 候 议 题 上 的 不 作 为。及 至２００８年 奥 巴 马 胜 选 总 统，美 国 气 候 政 治 似 迎 来 “第 二 次 机

遇”［３］。然而，历史却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开 倒 车”。２０２１年 高 举 “应 对 气 候 危 机”大 旗 的 拜 登 上

台后，努力重塑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形象。反观欧盟，自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以来，在制度设

计、目标规划、议程设置等方面都力图发挥领导者作用，即使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领导力式微，却

仍坚持一以贯之的气候政治立场。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的表征至少外化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知分歧

在观念基础上，欧盟强调气候治理的制度框架应基于科学分析，希望搭建起有利于各行为体广

泛参与的治理模式。ＩＰＣＣ等机构有关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长期被欧盟视作减排目标制定的基 础。
同时，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在多层级治理框架下，以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机制，为成员国间交流

合作提供实践平台，也为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提供参与机会［４］（Ｐ２－４）。此外，欧洲社会层面普遍意识到

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欧盟气候政策的公众参与热情较高。早在１９９３年，欧盟就提出应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环境治理，《奥胡斯公约》 （ｔｈｅ　Ａａｒｈ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生效也源于有关环境事务中信息获

取、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于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观念在欧盟治理实践中得到广泛体现，
逐渐成为普遍共 识。反 观 美 国，政 府 和 公 众 并 未 对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形 成 科 学 共 识。据２０１９年 Ｙｏ－
ｕＧｏｖ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政治分歧最为严重，有１５％的民众是气候变化怀疑论

者，该比例居全球之首；此外，３０％的共和党人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而民主党人气候变化怀疑论

者仅占４％［５］。这种认知分歧导致美国气候政治立场可能因政党政治而发生摇摆。共和党人执政时

反对环境立法、拒绝相信气候变化科学性等，亦可能错误引导美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在制度倡议上，欧盟热衷在全球层面提出统一减排目标，美国则坚持不制定具体减排目标和任

务。１９９１年，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上提议，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稳定或低于１９９０年的水平［６］，美国不赞同。《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欧盟重申支持发达国家

减排的立场，美国则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担忧［７］。２００７年巴厘岛气候大会，美欧双方围绕量化减排

进行讨论。欧盟认为，截至２０２０年公约附件一国家应减排２５％～４０％ （以１９９０为基准年）。这一

提案遭到美国反对，并且指责欧盟试图预先对谈判结果下定论［８］。尽管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气候政

治发展迎来转机，但仍未能完成减排任务。特朗普执政时期又退出 《巴黎协定》，招致国内和国际

社会不满。拜登上台后宣布的 “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是否能如期实现，亦有待时间检验。此外，
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的惯性思维，拒绝设立强制且明确的减排指标，而更多是基于自由市场竞争的减

排制度，主张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欧盟则致力于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机制，以总量

控制和排放贸易制度建立全球排放贸易体系，实质是为了形成对各国减排目标的分配及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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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框架上，美国认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以下简称 《公约》）的相

关规定会约束社会经济发展，因而希望通过建立其他气候治理多边倡议，以实现 《公约》协定 目

标，例如，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以实现气候目标 （亚太清洁能源合作），或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相关机

制以推动区域性气候议程 （Ｇ７／Ｇ２０）。相反，欧盟多年来一直将 《公约》作为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的主框架，并提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应接受框架内的减排义务和监督。
（二）行动差异

美国和欧盟作为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参与者和重要责任方，双方气候治理行动差异明显。美

国气候政治参与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即随着历届政府的上台和交接而变化，气候政策摇摆不定且连

续性不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内传统利益集团认为既定减排目标有损美国社会 经 济 发

展，强烈反对气候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怀疑论对美国政界和公众的影响。布什政府以

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为由，拒绝就减少温室气体采取相关行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 “伯德－哈
格尔决议”（Ｂｙｒｄ－Ｈａｇｅ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拒绝签署只有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的法律协议；小布什政府更

是退出 《京都议定书》，采取自由放任的气候政策。此后，为重塑全球气候政治领域 的 大 国 地 位，
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姿态。然而，特朗普政府强调 “美国优先”，退出一系列

被认为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在国内采取 “去气候化”行动。此后，尽管拜登政府将应

对气候变化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但能否修复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美国气候政治发展，
其动态仍需谨慎评估。总之，美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考量是在国内维持政治

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在国际层面谋求主导权、捍卫美国霸权、维持美国优势地位。
相比而言，欧盟较早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率先垂范，推进全球气候治

理的制度创设与规则制定，并试图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扮演领导者角色［９］（Ｐ６）。自 《公约》生效之后，
欧盟积极参与并寻求ＵＮＦＣＣＣ谈判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将自身的国际承诺细化为成员国的减

排责任，更是在超国家层面制定宏大的气候目标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做示范。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

书》之后，欧盟利用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不作为”，以更有力的措施强化内部气候治理，通过

内部立法落实国际气候承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为欧盟按照自

己的设想充 当 气 候 政 治 领 导 者 提 供 机 遇［１０］（Ｐ１８８－１９０）。此 外，２００７年 欧 盟 提 出 “２０－２０－２０”目 标；

２０１４年提出 “２０３０”目标，２０１８年提出 “２０５０”目标①。从欧盟气候治理行动来看，绿色低碳发展

态势不会根本逆转，美欧未来在气候治理行动方面的分歧亦将长期存在。
（三）目标迥异

“转移支付”（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和公正而言，至关重要。在气候议题中，
按照 《公约》规定，“转移支付”所涉资金来自发达国家，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创新。近年来，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
其实质在于以援助为名，寻求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市场的进一步 开 发［１１］。对比美国和欧盟近年来的

气候援助，欧盟力度远超美国。２００４年欧盟发布 《发展合作背景下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提出帮

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战略领域：政策对话、缓解、适应和能力建设［１２］；２００７年设立

的欧盟—非洲基础设施信任资金 （ＥＵ－ＡＩＴＦ），旨在帮助非洲国家实现低碳发展；２００８年欧盟启动

“全球气候变化联盟＋”（ＧＣＣＡ＋）的援助项目，帮助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升气候治理能

力。２００９年，欧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举办之前提议，“到２０２０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１　００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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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７年３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减排至少２０％ （以１９９０为基准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２０％、能源效

率提升２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目标则是２０３０年前减排４０％、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２７％、能源效率提升２７％；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目标是到２０５０实现欧洲大陆气候中和。



欧元的资金援助，且欧盟将每年提供１５０亿欧元”［１３］，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２０１９年，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气候融资捐助国，欧盟及其成员国 （包括英国）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２３２亿欧元，相

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６．９％［１４］。同年，欧 盟 与 阿 根 廷、加 拿 大、中 国 等 共 同 启 动 可 持 续 金 融 国 际 平 台，
扩大动员私人资本进行环境可持续投资。此外，欧盟还注重气候融资透明度、融资渠道多样化、援

助参与方多元化。作为气候援助的典范，其气候运行机制也具有某种功能 “外溢”，即巩固欧盟在

气候外交上的良好形象和突出地位。
根据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美国对外气候援助支出增加到２．５２亿美元 （１９９３年为２．０１亿美元），

但从相对数量看，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总体支出份额从９％跌至５％［１５］。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气候

援助以年均１４亿美元的幅度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美国对外气候援助总额达８７亿美元［１６］。特朗

普上台后，美国气 候 政 策 走 向 “灰 色 型”立 法，取 消 奥 巴 马 政 府 时 期 的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倡 议”
（ＧＣＣＩ），导致美国国内和对外双边气候行动资金断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尽管美国经济规模超过所

有国家的总和，但其提供的气候融资仍少于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２０２１年９月，拜登政府提

出到２０２４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１１４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美国国会在２０２２年仅批准了１０亿

美元的国际气候融资，远低于拜登政府的承诺［１７］。

三、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之动因

冷战以后，美欧出于主导全球秩序和重构治理规则的考虑，成了跨大西洋关系存续的重要战略

支撑，但双方对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存在认知偏差，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差异导致双方在

非传统国际议程中利益分歧远大于合作意愿，影响和制约跨大西洋关系重新趋近的程度和全球气候

治理框架的构建与完善。如上所述，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一直存在，美欧间气候政治 “鸿沟”并

未弥合，气候变化也是二战结束以来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最为凸显的议题［１８］。因此，思考美欧

气候政治分歧的动因，可为下文进一步评估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前景奠基，也有益于探析应对与气候

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挑战。
（一）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治理立场反复，决定了全球治理角色的两面性，即

美国无疑是全球治理进程的主要力量，却又一度成为 “麻烦制造者”。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从 “孤

立角色”转向全球治理的 “领导者”，成为全球霸权秩序的捍卫者。总体而言，直 至 冷 战 结 束 后，
美国全球战略理念几经嬗变，从最初的 “杜鲁门主义”到 “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再到

“新遏制战略”“世界新秩序”构想等［１９］，其全球治理观一以贯之，即实现美国霸权，并寻求持续

塑造与美国全球战略诉求高度吻合的 全 球 治 理 体 系。换 言 之，美 国 始 终 在 实 用 主 义 外 交 哲 学 指 引

下，工具理性地运用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一旦有违美国霸权或其全球战略考量，则反对建立具有

约束力的全球治理机制，利用其自身 “霸权优势”，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唱反调，严重影响全球治理

成效。究其原因，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种超强地位使美国政界一直存在着摆脱国际约束

的呼声。此外，美国一直漠视欧盟提议的环境治理标准，反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些做法看似

在全球治理领域实行收缩战略，实则强化美国对全球治理的控制权。可见，美国推行的是利益导向

型全球治理战略，将维护国家利益与美式霸权置于全球事务之上。
欧盟推行的是问题导向型全球治理战略，通过多边平台及其制度化，努力从经验和规范上凸显

其一体化优势，促进国际合作与稳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排斥在某些领域让渡主权，进行

共同治理。后冷战时代以来，美欧之间的物质实力对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位移，彼此间的观念建构

和利益诉求也随之转变，原有的 “美国主导而欧盟跟从”式传统关系模式难以为继［２０］，欧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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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诚如欧洲一体化历程，在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方面，欧共体／欧盟

向来率先垂范，并适时寻求欧洲价值观和欧盟标准的输出。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盟开始

加强内部治理，并试图将内部治理经验推广至全球。欧盟在２１世纪初发布的 《欧盟治理白皮 书》
中明确提 到 要 将 欧 洲 “善 治”经 验 推 广 至 全 球 治 理 进 程 中，以 消 解 全 球 化 带 来 的 消 极 影 响［２１］。

２００２年，欧盟委员会将全球治理提上欧盟的议事日程。总体上，欧盟以区域治理为依托，积极参与双

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有效多边主义成为欧盟推动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２００３年的 《欧洲安全战略》
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依赖有效多边体系，欧盟政策旨在实现建立以有效多边主义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２２］事实上，对多边体系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质疑。毕竟，“美国

优先”原则牺牲了欧洲利益，也冲击了以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为基础的美欧传统关系框架。
（二）经济增长模式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往往是影响环境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美国和欧盟有不同看法。美国政府的主流趋势是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增长之下，并假定二者之

间存在零和博弈［１９］。应对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是美国的传统观念。于是，在经济增长形势趋

好而环境危机较为严重时，环境政策相对容易获得重视和支持，反之经济危机会加大环境政策制定

和推进的阻力。降低财政赤字、平衡联邦政府预算、扶持能源行业发展等成为摆在美国历届政府面

前的难题。福特、卡特政府时期，都曾因能源利益集团影响而在环境政策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２３］。
小布什政府正是因为对经济因素的考量，选择退出 《京都议定书》。究其原因，还是与利益深深挂

钩；次贷危机招致金融市场震荡，美国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也是导致美国在环境政策上走向保

守的主要原因。此后，尽管奥巴马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经济相结合，然而其内核仍 是 经 济

（尤其是金融危机脱困）考量。商人出身、奉行 “实用主义”的特朗普，以重振美国经济为由拒绝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可见，气候政策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相应调整，似乎成为美国环境政治演化的

历史特点。相对而言，欧盟推崇 “生态现代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主张，即现代化与

生态环保并不矛盾［１９］。在该主张的支持下，欧盟第六个环境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不

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正如欧盟委员会所言，“欧盟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２３％，但同期经济增长了５３％”［２４］。由此可见，欧盟将温室气体减排视为实现经济增长高水平良性

循环、推动绿色经济社会发展的契机。
综上，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反映出美欧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不同选择。美国气候政治的发展

在其曲折渐变的环境政治实践中并不排斥化石燃料的使用，但是其崇尚的 “碳资本主义”（Ｃａｒｂｏｎ－
ｉｆｅｒｏ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生活方式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而言还太遥远。欧盟则倾向于

技术研发和革新，旨在打造低碳欧洲，以低排放、高增长之态势，改变现有基于传统能源行业的经

济模式，采用节能减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清洁能源机制等方式推动欧洲产业升级，以最终

形成兼顾经济、环境、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可持续模式。
（三）政治体制

美国和欧盟虽同为西方民主国家，但在政府决策、政党制度、国 家 结 构 等 方 面 仍 明 显 存 在 差

异。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的产生源于美欧不同的政治体制，至少涉及以下两大因素。
一方面，政府决策及其国内制约因素。美国宪法规定了行政机关、立法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的

权力分立。在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下，政府决策受到国会的影响最为明显。国会两院有重要 的 表 决

权，参议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后，总统才可以签订新的国际条约，且参议院有权拒绝批

准政府签订的条约。此外，若两院认为有必要，可以拒绝如碳税方案、可再生能源投资、能效标准

等国家政策实施计划［２５］。一般而言，当环境恶化、经济状况良好、社会舆论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

护环境时，国会可能支持和配合行政机关工作，反之则有可能设置障碍。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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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倾向于制定比欧洲更为 “温和”的气候目标。相比而言，欧盟各成员国面

临的政策约束要明显少于美国。例如，在德国，当总理获得议会多数议员支持时，批准国际条约就

成为一个程序性的问题［２４］。因此，在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兴 起、国内政治制约因素相对较少的情况

下，各成员国自然愿意积极出台环境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因素。不可否认，美国气候政策的脆弱性和易变性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两党

执政理念的差异，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政党之争的缩影。民主党倾向于自由主义，支持环境保护；共

和党则倾向于保守主义，反对环境立法。此外，美国政党统治至今沿袭两党交替执政的传统，这就

造成总统在任期内 （４年或８年）很难将其党派的气候政治主张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总统位

置易主之后，前执政党的气候政策自然容易中断或废弃，这也正是美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时立场反

复的主要原因，如克林顿政府积极主动，小布什政府消极漠视，奥巴马政府又高调宣布重塑美国气

候领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在气候政策上开 “历史倒车”。相较于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而言，欧盟内

部则盛行多党制，经常出现几个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自１９７０年代起，环保运动蓬勃发展，绿党

作为环境政治和环保主义的代表，逐渐成为欧洲政坛不可忽视的力量，体现了新的社会力量的政治

诉求，反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全球生态破坏［２６］。从后续发展过程看，伴随绿党成为欧洲传

统大党联合、争取 的 对 象，其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愈 发 体 现 出 一 个 综 合 性 议 会 的 政 党 形 象［２７］，并 走 向

“体制化政党”。经过４０余年的发展，绿党在欧洲政治中逐步占据一席之地，其成员在环境部门担

任要职，将环境保护作为执政的首要议题，推动重塑欧洲绿色生态政治发展。

四、跨大西洋气候政治之前景

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并不意味着美欧间无合作，相反，分歧往往内蕴着某些合作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２８］（Ｐ６４）。２０２１年拜登政府上台，将气候议题提升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核心位置，强调应对

气候治理的多边主义立场。美国气候政治发展似重回竞逐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权方向，向世界彰显美

国积极推进气候外交、重新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从目前形势看，欧盟对拜登政府的气

候新政报以欢迎，双方在气候政治上的共识明显增多，合作意愿也有一定提升，跨大西洋关系因之

亦开始回暖。鉴于美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双方在气候政策上的重新趋近对跨大西洋气

候行动及全球绿色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欧可能达成的气候合作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由欧盟委员会发布，为寻求跨大西洋合作释

放新信号［２９］。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的 “欧盟－美国峰会”标志 迈 向 新 的 跨 大 西 洋 伙 伴 关 系 的 开 端［３０］。
在拜登政府的带领下，回归多边主义将使美国和欧盟相互协调、协作，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具

体而言，美欧可能达成的气候合作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美欧能源合作。美国和欧盟可以合作并引领新的数字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以减少

能源消耗、改善能源效率［３１］。此外，拓宽能源路线、推动能源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碳

排放并维护大西洋两岸的能源安全。美国可以继续做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供应国，确

保能源的需求和供应得到有效匹配，同时在电、氢、核等其他领域促进能源多样化合作。同样，欧

盟可以通过合作，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 （如氢能、风能）来支持美国能源多样化。
第二，共同提出 全 球 甲 烷 减 排 承 诺。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美 欧 发 表 联 合 声 明 宣 布，双 方 承 诺

２０５０年实现净零排放和碳中和［３２］，这将使气候中和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全球基准。在此背景下，
美欧联合发起全球甲烷倡议，即到２０３０年全球甲烷至少减排３０％ （相比２０２０年）［３３］。甲烷作为全

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加快推进甲烷减排，对短时间内减缓气候变化并将全球温升控制在１．５℃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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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随后，美国与欧盟推出 “全球甲烷承诺”（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ｌｅｄｇｅ），重点针对甲烷高排

放行业 （如燃煤、畜牧业等），测量和核实甲烷排放量，并重视甲烷监测等相关问题。该倡议在格

拉斯哥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６）正式启动，除美欧外，还有１０３个国家加入该倡议，但这也将对发展中

国家构成新的减排压力。
第三，清洁能源、绿色技术领域合作。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清洁能源和技术方面都具有世

界领先的研发优势。加快长期储能、绿色钢铁、可持续航空燃料、食品垃圾处理等前沿技术的规模

化和商业化［３４］，将资金引导到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的技术和行业领域，增加公共投资，可实现跨

大西洋绿色技术的突破。此外，美欧不得不加快清洁能源创新，这不仅是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

提高气候变化适应力的关键，也为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第四，更广泛地保护自然环境。欧盟鼓励美国加入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制止和扭转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趋势。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美国和欧盟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生物多样性与 气 候 联

系、增加美国对生物多样性财政支出的必要性等方面达成共识。在自然环境方面，欧盟委员会建议

恢复欧洲的土壤和湿地保护，增强气候适应性。拜登政府也设定到２０３０年至少保护美国３０％的陆

地和海域目标［３５］。美欧重申致力于在可持续渔业、打击ＩＵＵ捕捞①和海洋治理方面开展合作。极

地问题方面，美欧在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框架下，加强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 宣

传，在北极问题上采取协调合作，包括停止勘探和使用碳氢化合物。
（二）美欧可能面临的气候博弈

随着美国重返 《巴黎协定》，美欧两大经济体都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家战略相融合，强调经济

绿色复苏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协调性，凸显自身的全球气候政治领导力。尽管美欧当前在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上有着相似立场，即落实 《巴黎协定》的既定目标、实现净零排放，但跨大西洋气候行

动仍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美欧双方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问题存在利益冲突。在能源结构上，美欧虽致

力于推动能源转型，但有关化石能源能否继续使用成为双方争论不休的难题。尽管欧盟可再生能源

开发早，相关政策较为成熟，但人口增长、经济下滑、依赖天然气进口、能源价格飙升等问题，让

欧洲背负沉重的能源压力和包袱，因此欧盟主张 “去化石能源”的气候政策。相反，近年来美国在

“页岩气革命”带动下实现了对石油天然气市场的重组，国内天然气价格下跌，降低了国内制造业

能源动力成本，国际上继续扩大油气出口以争夺市场份额。化石能源带给美国的红利势必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带来附加影响———主张 “天然气代替煤炭”等渐进方式减少碳排放量。在新能源汽车行

业，美欧竞争激烈，都将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为国家战略。拜登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到２０３０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５０％”［３６］，美国将制定更为严格的燃油效率和排放标准，以此倒逼新能源汽

车的需求量，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掌握关键零部件生产，并为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重组和扩张

提供资金。面对美国的持续发力，欧盟也开始积极 “押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根据欧洲绿色新

政目标，“到２０３０年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３　０００万辆，２０３５年前禁售内燃机汽车”［３７］。欧盟还加大

了对汽车尾气排放的罚款力度。此外，欧盟实施多元化技术路线选择，兼顾发展更适合未来的氢能

源汽车产业，认为氢能源汽车才是实现碳中和的最优路径和最佳方案。在全球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

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此领域将是美欧未来激烈竞逐的赛道之一。美国不会放弃争夺新兴产业领域的

领导地位，而欧盟则希望抢占可再生能源领域竞争的先机，发展经济新动能。双方在技术创新、规

则制定、资本投资、市场份额等方面或将面临激烈竞争。对美欧而言，以技术和产业为基础的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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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国际竞争正在上演。
另一方面，美欧有可能陷入新的全球气候政治 领导 权竞 争。２００９年的哥本哈根大会意味着欧

盟领导地位的旁 落，加 之 内 部 关 键 成 员 国 国 情 差 异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限 制 了 欧 盟 气 候 领 导 力 的 发

挥［３８］。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欧盟为谋求重新成为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而进行战略调整。在全球气

候治理和全球经济增长均相对停滞的背景下，欧盟意识到绿色复苏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协同的重要意

义，并期望以更强有力的政策工具重塑欧盟在全球气候政治 中 的领 导 力。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蔓延，反而更激发欧盟重塑全球治理领导力的决心，试图在修复疫情重创的同时，通过绿色复苏和

能源转型，向世界释放重新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 强烈 信号。反观美国，２０２１年拜登政府重返 《巴

黎协定》，旨在以 “全政府”之力在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推行 “绿色型”气候政策，希冀美国

重新主导 《巴黎协定》实践进程。从拜登政府上台后有关气候议题的密集行动来看，其主要目标是

通过争夺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权以构筑 （利于美国霸权护 持的）全球气候政治新秩序［３９］。因此，作

为传统盟友，欧盟不得不在战略上适应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而欧盟的全球领导者雄心亦可能遭遇

相应挑战。双方围绕全球气候政治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将持续存在。

五、结　语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跨大西洋气候政治互动生发出新的共识。美国希冀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发挥主导作用，并致力于寻求重振 “跨大西洋联盟”。２０２１年２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宣

称 “跨大西洋联盟现在是，而且必须是我们希望在２１世纪实现所有目标的基石”［４０］。拜登政府希

望将气候行动转化为振兴美国能源部门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创造一个全面采用清洁能

源的未来，带领美国成为世界清洁能源大国。然而，美欧虽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双边外交基础，但是

否有可能制定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跨大西洋议程仍有待观察。毕竟，许多欧洲人对拜登政府能否克服

美国的两极分化持怀疑态度。尽管拜登及其幕僚团队十分关注气候问题，但气候变化仍是其国内两

大政党间产生最大分歧的问题之一。同样，对欧盟而言，近年来接连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移

民危机、恐怖主义、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冲击，因而在气候治理方面表现得 “力不从

心”，再加上欧盟内部利益多元化，“新”“老”欧洲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欧盟内

部利益博弈较为激烈，也给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带来严峻挑战。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预示着美欧关

系以及全球治理进程本身都亟待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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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Ｕ．Ｓ．；ＥＵ；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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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斌，等：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表征、动因与前景


